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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述而不作”的创造性诠释

赵光耀

摘要：在“明圣者，述作之谓也”的道德文化中，孔子不敢自尊为“作礼乐”的圣人，只以讲圣贤之学、传先

王之道为使命，由此也就有了“述而不作”的说法。孔子通过对六经等典籍的整理和合乎时代要求的创造性解读，

完成了人文精神的确立。本文解析了“述而不作”的蕴意，认为孔子创造性诠释的基础是“性与天道”，这种“述

而不作”的创造性诠释方式对于指导我们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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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诠释学的建构中，孔子整理六经被认为是“揭

开了儒家诠释学的序幕”[1]90，“述而不作”也被认为是

中国诠释学的基本特征 [2]。“述而不作”是孔子应对春

秋时期特殊社会问题的必然选择，是以道德为主的中国

文化中的奇特思想，探索和发现其背后隐藏的思考方式

和精神取向，有助于我们创新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的方式，从而更好地指导构建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

一、孔子“述而不作”的蕴意

“述而不作”语出《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对此语的涵义历代大儒并没

有太大的分歧，只是因侧重点不同，在注疏时略有表述的

差异。然而在今天，由于受到西方话语权及思维方式的

影响，学界对“述而不作”反而有着不同的声音。因此，

我们有必要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出发，从中国特色的道

德文化出发，还原孔子“述而不作”的真正内涵。

（一）“述”的涵义

与西方脱离事物本身、依照纯粹逻辑概念进行推理

以寻求万物存在的根据不同，中国对道的追问最终落脚

在具体事物上，强调两者之间的“不可须臾离也”（《中

庸》）。因此，在中国文化中，传承圣贤之道是依靠讲述圣

贤故事来实现的，中国的经史典籍就是事与道的统一，如

《尚书》  《诗经》 都是通过追述文王旧事来称赞文王美

德。受此影响，孔子传述尧舜文武之事，也是旨在用先王

之道解决“礼崩乐坏”的社会问题。“述”并不是简单

地述说历史故事，而是从一般性叙述上升到道德讲述，从

具体事件提升到精神层面。正因为有这层面的含义，“述”

才成为孔子传道授业的主要方式。孔子的“述”也侧重

于“隐恶扬善”，注重将圣贤善的言行思想传扬下去，既

为现实问题提供了文化借鉴，又实现了历史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

（二）“作”的涵义

“述而不作”的“作”与现代语词中的“作”，尤其

是西方的“作”（英译为 Making）有着本质的不同。在

中国古语中，“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

作者谓之圣，述者谓之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3]208，“作”

是圣人的行为。正因为“作”有着特殊含义，所以司马

迁称《史记》只是“述”不是“作”，“余所谓述故事，

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4]761，这种作者不敢自称“作者”

的吊诡之事也只能出现在对“作”有特殊含义的中国文

化中。在这种文化下，孔子不敢以圣人自尊，“若圣与仁，

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因此也就有了“述而不作”

的说法。而孔子“作春秋”的说法并不是出自孔子本人，

而是在后人尊孔子为圣人的情况下，如《孟子》《史记》

都强调孔子“作春秋”，这更说明孔子“述而不作”有着

特殊意蕴。

（三）为什么“述而不作”

孔子之所以“述而不作”除传述的内容是道、是心

之外，还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来说，中国很早

就开始注重文史的记录和传承，到春秋之时已经积累了

丰富的古史典籍，从而保障了孔子只通过讲述前人之言

之事就可以完整地传达圣人之道。从主观上来说，好学

的孔子广求学于四方，实现了博学多识，“不惑”的孔子

足以“述而不作”，借他人之言行当下之教。此外，孔子

“述而不作”还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春秋时代正处于社

会大变革时期，在社会安定无望的情况下，面对“礼乐废，

诗书缺”的文化道统行将断灭，孔子只好退而整理典籍

以传先王之道、述圣贤之学，从而完成人文精神的最终确

立。所以朱熹说：“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

不知。”[5]93 应该说，孔子“述而不作”是有着鲜明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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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特色和深刻的思想蕴意，是盛开在中国文化中一株奇

特绚丽的花朵。

二、孔子“述而不作”的创造性诠释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曾指出过这样一种现象：正

义者不要求胜过同类，而要求胜过异类，不正义者则追求

胜过所有同类异类的人，由此也就得出不正义者又聪明

又好、正义者又笨又坏的结论。很明显，这种结论是有问

题的。其实，这里柏拉图混淆了道德价值评判和客观知

识判断：客观知识可以不断发展、不断突破旧知识，而道

德更注重继承，不能否定既有道德的作用。在中国的道

德文化中，人们就是用先贤之道来解答当下社会新问题，

从而实现“易地皆然”。孔子的“述而不作”由此走向

了创造性诠释。

（一）创造性诠释的实现

“易地皆然”出自《孟子·离娄下》。在同样面对贼

寇攻城的情形时，曾子弃城而去，子思坚定地守城。孟子

认为二人的不同选择是因处境不同，当两人互换后所做

的选择就会与对方一样。这种“易地皆然”的背后就

是儒家推崇的圣贤之道，是超脱具体行为的精神层面的

传承。我们知道孔子并没有执政的机会，当有人质疑孔

子“子奚不为政”时，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

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
政》）。孔子借《尚书》的话强调自己孝敬父母、友爱兄

弟就是在为政，实现了对为政的创造性诠释。同样，孔子

以“仁”释“礼”，认为“人而不仁人，如礼何？人而不仁，

如乐何？”（《论语·八佾》）。孔子这种“摄礼归仁”[6]92

的价值取向，完成了对人之自觉性的肯定，不仅使孔子将

萌芽于西周的人文精神最终确立了下来①，成为周公的继

承者，更使孔子成为孔孟儒学的实际开创者，实现了对周

文化的创造性诠释。

（二）诠释的理论基础：“性与天道”

孔子整理六经并不是对字词的训诂，而是借讲述先

王之道来指导人们如何做人做事。对此就不得不追问，

我们为什么可以传承先王之道呢？或者说能实现创造性

诠释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虽然孔子并没有直接回答，但

考究可以发现这一基础就是性与天道。

儒家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

圣人与我之间并无本性上的根本差异，只因后天的学习

才有了区别，所以人只要学习就能理解圣人之道。“见其

进也，未见其止也”的颜回也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上》）只要肯学肯为就

能达到圣人的境界，这就是儒家学问的理论基础。

在儒家文化中，对天的推崇是无以复加的。圣人之

所以成为圣人就在于其背后有天的支撑，“唯天为大，唯

尧则之”（《论语·泰伯》），因此圣人之道最终指向了天道。

天道是什么呢？天道是儒家以道德考察上天运行准则从

而形成的最高道德标准：从日月运转不已观君子进德修

业不止，从无为而物成观为政无为而治，从万物共生不相

害观社会和睦共处等等。所以“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

（《孔子家语·礼运第三十二》），人们可以在效法天道的过

程中体察圣人之道，最终实现圣人之道的传承。

三、孔子“述而不作”的现代意义

承载先王之道的六经，上接尧舜上古历史文化，下开

道德人文自觉精神，成为中华文化的根本源泉。客观地

说，这一源泉正是因孔子“述而不作”才得以形成。而

后世儒者也因遵从孔子“述而不作”的主张，使得中华

文化渊源相承、不曾断裂。同样，今天我们也不能废弃“述

而不作”，因为“述而不作”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且

代表着隐藏在其背后的数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发现孔子

“述而不作”的精神特质，尤其是探究如何在继承旧文化

的基础上开启新文化发展方向，可以为我们传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有益思考。

（一）打破学科限制，拓展知识水平

孔子能够“述而不作”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有着

博闻卓越的才识。《史记》《孔子家语》等史料都记载孔

子学无所限，问礼于老子、访乐于常弘、学琴于师穰等等，

孔子身通六艺已是不争之事实。正是因为孔子的博学通

学，才使其真正认识到先王圣贤之学的精髓，才能在春秋

乱世开拓出新的文化方向。因此，今天我们要想传承和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应该突破西方划分的学科范围限

制，尤其是某一领域限制，用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及

自然科学知识全面解读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避免管中

窥豹，得一而遗十。

（二）以问题为导向，突出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面对思想混乱、政局动荡的社会，孔子以继文武之道

自居，以传述先王之道的教化之路解答世人思想的困顿

和社会的不安，突出了先王之道的现实价值。同时，孔子

通过整理六经、传述先王之学开创了儒家学派，强调人追

求道德文化的自觉性，实现了文化的新发展，使中华文化

成为早熟的思想文化。今天我们在全面继承优秀传统文

化的同时也应该面向当今社会问题，只有用优秀的传统

文化切实解答当下的社会问题，才能真正使其传扬和发

展下去。

（三）打破文化固式，促进精神上的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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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泰州学派“圣与凡同”的思想建构

李双龙

摘要：明代泰州学派以对儒学的践行为其主要学术特征，而这一特征之前提是对传统儒学的圣凡二元对立

的消解，从而从思想旨趣上构建了学术形而下的理论体系。泰州学派在观念解构与实践架构两方面给予了儒学

实践品格以很好的尝试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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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儒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儒

学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取向，虽然都将外王作为目的，但恰

恰忽视了日用生活。而宋明理学的泰州学派是个例外，

其对思想的实践性品格与尝试对现代儒学的发展有着重

要的影响。观照生活本来是儒学的要领，但泰州学派将

关注现实生活提高到了宇宙之理的高度，使得理学产生

了“圣”与“凡”的鸿沟，也使得儒学在解决现实困境

时遇到理论的难题。因此，在现实与理想的二难选择中，

理学终于开了心学之花，并且泰州学派彻底对传统儒学

进行了重新建构，进行了真正的化民成俗的尝试与实践。

一、儒学“圣”的演变

理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圣”，是一种道德标准与社

会人伦的诉求。泰州学派在建构自身的思想体系时，进

行了观念架构的改造与变革。“圣”是中国儒家思想的

形上概念，而就中华文化层面而言，道家、佛家也如儒家

一样提倡“圣人”，并且随着道家、佛家自身理论的不断

成熟和完善，他们逐渐创造出自己的理想人格，这是一种

对“圣”的社会化反映。而儒家在宋明时期对“圣”的

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学者沈顺福就指出，“圣人”

这一概念在儒家思想的演变发展中有着自身的内在逻

辑，由先秦至汉的时间内，儒家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变

化，对“圣”的要求有了由“君”至“神”的变化。先

秦时，君子的评判是以个人德行为考量依据的，因此圣人

也只是生活中的君子，也就是说圣人也还只是普通人而

非神。然而汉代儒学已不再是纯粹的“学”，而是成为管

理的工具，即变成了“术”，由“学”向“术”的转变意

味着学问的工具化，更意味着“学”的主体发生了变化，

即由学人变为政治人，这意味着儒学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自然需要一种具有超凡特征的精神性存在施以

“术”的客体，即起到绝对性的统治地位。这意味着圣人

已不是普通人，圣人由普通人上升为神。[1]244 董仲舒认

为，圣人为天子，故有别于中民与斗筲。两宋时，周敦颐

孔子对周文化表现出难以掩饰的喜爱，也主张用周

文化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孔子并不是要墨守成规，“诵诗

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

为？”（《论语·子路》），而是从精神上继承先王之道，实

现先王之道的创造性诠释。这种破除文化固式强调以道

传道的精神对于指导当下文化建设尤为重要：我们弘扬

优秀的传统文化绝不是复制汉规唐制，也不是恢复之乎

者也，而是继承圣贤精神，以此精神为指导解决当下的社

会问题，这才是孔子“述而不作”的真正价值。只有从

这个层面出发，才能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创新和发展。

注 释：

① 徐复观称之为“内在的人格世界的完成”，参见《中国人性

论史（先秦篇）》，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年版，第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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